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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公众接受性：
研究图景、理论框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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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能的公众接受性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交叉研究课题，也是风险认知学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题之一。

当前国内学界在该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相对落后于国际学术前沿，迫切需要展开深入

研究。文章以中、英文权威科学索引收录的期刊论文为对象，使用理论综述的方法展开综合研究，以期为核

能公众性研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预判。文章首先对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构建一幅整体图景，接着对这

一领域的中外文献进行归纳和整理，将现有理论成果整合成一个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研究存在的

不足进行了反思，指出未来的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应将宏微观跨层互动与文化视角纳入分析，加强跨学科领

域的理论对话，以及引入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并提高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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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数据来自国际核能协会官网（https://www.iaea.org），中国核能发展的其他进展可参见：http://www.world-nuclear.org/
information-library/country-profiles/countries-a-f/china-nuclear-power.aspx。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改变全球能源

结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案之一。从综合角

度来看，核能的贡献不只限于节能减排和清洁电力生

产，核能的应用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的几乎所有目标密切相

关。核能为解决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多个维度

的发展问题提供重要解决方案，是帮助国家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源选择。

当前，全球正经历新一轮核能复兴，核电已成为

中国能源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预测，全球核能仍将持续增长，而中国将成为核电未

来增长的引领者[1]。截至 2019 年 4 月，中国大陆共有

45 座在运核能机组，约 15 座在建核反应堆，并有更多

项目即将开工①。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核能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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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已成为影响核能项目顺利实施和有序发展的关键

因素。随着中国核能进入规模化发展期，研究核能的

公众接受性，推动技术与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对我

国核能战略发展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更为我国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对全球性发展问题

提供思路。因此，加大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无论是在

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尤为迫切。

1 核能公众接受性的源起与内涵

公众接受性（public acceptance）研究已有 60 年

的历史，目前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公众接受性反

映公众认同和接纳一项新技术的程度，这一术语发源

于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学科研究。1969 年，斯

塔尔（Starr）在 Science 上发表文章探讨技术发展中

的社会风险认知问题，尝试对“多安全才足够安全”

（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问题做出回答[2]。历

经 60 年的学科发展，公众接受性的概念如今已广泛应

用于公众对科技创新、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的

态度与行为研究。

回顾核能发展的历史背景，核能的公众接受问题

产生于几个关键历史节点。在核电发展早期，由于厂

址并不稀缺，核电相对于火电的经济性是核能行业发

展的决定因素。后来，随着新建核电站的快速增加，

地域政治和公众安全开始对核能产业发展提出挑战。

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核能快速发展时期，当时

的主要社会问题为究竟选择在距离公众多远的地方建

造核设施以及核反应堆的安全性。1979 年，三里岛

核事故② 成为民众反核态度激化的历史转折点，公众

接受性问题自此在核能发展中发挥重要影响。尤其

是 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公众对核设施产生强烈

的抵触心理，反核抗议活动一度导致中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的后续核能项目陷入困境。进而，核能的公众接

受性问题成了核能全球战略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文中“核能的公众接受性”泛指公众对核能

技术、核电站建设以及核能发展政策的接受程度。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既是政治学、心理学、公共政

策等领域中公共舆论与风险治理研究的一大分支，

更是科学创新与公共管理的交叉研究课题。核能公

众接受性研究以公众与核能技术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提炼出

关于公共舆论、政策过程和政府回应的一般性知

识；另一方面有助于决策者更清楚地把握公众心

理，制定出技术可行、人民满意的政策，实现决策

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纵览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当前国内研

究未能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缺乏对理

论体系与国际研究转型趋势的整体把握，导致重复

性工作较多、创新性成果偏少。因此，提出能够指导

未来核能公众性研究发展的理论支撑和方向预判成为

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工作。本文以国外权威的科学引文

索引（ISI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收录的英文论文

和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对象，主要运用理论综述

的研究方法，力图回答以下问题：① 当前国内外文献

中的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与前沿

热点？② 国际上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什

么？③ 学界相关研究和当前政策实践有哪些不足之

处？④ 未来又有哪些可能的发展方向？

② 1979年3月28日凌晨4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第2组反应堆的操作室里，红灯闪亮，汽笛报警，涡轮机停转，
堆芯压力和温度骤然升高，2 小时后，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在三里岛事件中，从最初清洗设备的工作人员的过失开始，
到反应堆彻底毁坏，整个过程只用了 120秒。6天以后，堆芯温度才开始下降，蒸气泡消失——引起氢爆炸的威胁免除了。
100 吨铀燃料虽然没有熔化，但有 60% 的铀棒受到损坏，反应堆最终陷于瘫痪。此事故为核事故的第五级（核事故共 7
个级别，级别越高，危害越大）。事故发生后，全美震惊，核电站附近的居民惊恐不安，约 20 万人撤出这一地区。美国
各大城市的群众和正在修建核电站的地区的居民纷纷举行集会示威，要求停建或关闭核电站。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政府
不得不重新检查发展核动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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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能公众接受性的研究图景

2.1 研究概述与数据来源
自  2 0  世纪  6 0  年代起，国际学界对以核能为

代表的新兴科技与风险项目的公众接受问题进行

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在国际科学索引权威机构  ISI 

Web of Science（WoS）的核心合集中，使用核能

（nuclear energy、nuclear power）、公众接受（public 

acceptance、public support）以及感知（perception）

和态度（attitude）等作为关键词组合对有关文献进行

主题检索，共得到 883 篇相关学术论文。图 1 中展示

了 1990 年以来，WoS 核心合集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年

发文数和年引文数，并配以全球核能年发电量的相关

数据作为参考。可以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核

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同时，国际学界对核能公众接

受研究也进入活跃期，引文数量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的

趋势。

然而，相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繁荣景象，国内对核

能接受性的研究尚在萌芽之中。在中国知网的期刊数

据库中以“核能”“核电”“接受”“态度”“认

知”等词组作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仅得到 43 条相

关结果。其中发表于 CSSCI 来源期刊的相关学术论文

仅有 13 篇，且均为 2000 年以来的新作。国内学界对

核能公众接受性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引介性的文献综

述[3-5]和基于风险认知视角的理论探讨[6,7]。但是，前者

未能深入分析核能接受性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未

提出研究创新的建设性意见；后者则缺乏对公众接受

性理论体系的把握和对话，未能构架一个全局、动态

的理论框架。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局限于单案例描述，

或对某个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变量间的相关分

析 [8,9]，仅有极个别的研究采用调查实验等相对前沿的

研究方法[10]。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在该领域尚处于探

索阶段，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相对落后于国际学术前

沿。

2.2 研究话题与演进过程
为了探究国际核能公众接受研究的演进过程，本

文以 WoS 核心集 2000—2018 年收录的英文期刊为对

象，使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进行文献共被引网

络聚类分析[11]。通过对共被引网络的聚类进行分析，

可以得到某个研究领域最活跃的研究话题及其相关信

息，借此把握该领域知识结构与成果的脉络渊源。

分析结果显示，过去近 20 年中，国际上对核能

公众接受领域的研究主题较为多样化，且在不同时期

有着明显的变迁（图 2）。具体而言：① 研究方向。

国际学界对核能公众接受性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核能

技术和民众心理两个方面，以探究公众与技术之间

的社会沟通为主旨。早期主要关注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公众沟通（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和公众对核能的心理认知（opinion、att i tude），

2011年以后产生出灾难（disaster）、技术接受性

（electricity technologies and portfolios）、政策决策接

受（acceptance of policy division）、核电厂（nuclear 

power plant）、情感与技术态度（imaginary-specific 

affect）等多样化的研究热点。② 研究方法。大部分

论文侧重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讨论核能政策对公众

的现实影响。2010 年前以运用叙事方法（narrative 

图 1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全球发文和引文数量及全球核能
年发电量走势图
全球核能发电量数据来自世界核能协会（WNA）网站（http://
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facts-and-figures/
reactor-databa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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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焦点小组（focus group）等方法的定性

研究和探究环境心理学变量间相关关系（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的定量分析为主。2012 年左右，跨

国比较研究（cross-national comparison）成为新兴的

趋势。从各聚类的平均年份看来，上述聚类出现于

2005—2012 年，表明核能公众接受问题在近 10 年受到

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2.3 学术前沿可视化分析
为了探究本领域的前沿进展，我们使用突现词

探测算法，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突变检验来

确定研究前沿的热点词汇。选择按照突现词出现时

间排序，得到核能接受性研究的 12 个热点突现词的

知识图谱。由图 3 可见，2000 年以来，核能的公众

接受性研究日益从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信任

（trust）、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等

微观主题向政策（policy）、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核废物

（waste）等宏观主题转移。受到日本福岛核事故

的影响，2014 年以来，日本福岛核事故（Japan、

Fukushima）与灾难（disaster）等主题成为本领域最热

点的研究话题。突现词的变迁反映出核能接受性领域

的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科技发展以及灾难等热点问

题与管理需求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前沿研究更具现实

响应性与适应性的发展趋势。

3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框架

上述文献计量分析揭示了核能公众接受性领域的

基本研究特征，构建了整体性的研究图景和前沿热

点指南。为了深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

系，本节在深入阅读文献的过程中，采用“滚雪球”

的方法纳入重要文献，最终对 65 篇高引用量的经典

文献展开内容分析，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

（图 4），从宏观制度与环境因素、微观公众个体因

素以及核安全事故 3 个维度梳理和总结了公众核能接

受性研究的成果。图 2    国际核能公众接受研究的共被引网络的聚类分析

关键词 关键词对应的中文 强度    开始年 结束年 2000—2018年
risk perception 风险感知 5.8242  2002 2007

trust 信任 5.4127 2002 2005

knowledge 知识 3.1760  2002 2004

attitude 态度 3.6270 2003 2004

policy 政策 3.4453 2007 2012

waste 废物 4.1159 2009 2012

belief 信念 3.8862  2011 2013

Fukushima 福岛 4.6002  2014 2018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4.4176 2014 2018

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 3.2046  2014 2015

disaster 灾难 5.0078 2015 2018

Japan 日本 3.6188 2015 2018

图 3    核能接受性领域（2000—2018 年）突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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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制度与舆论环境因素
当前从制度环境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公

开制度和公民参与制度，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供

追求价值导向的政策分析。 

3.1.1 信息公开制度

早期研究认为，如果政府对媒体严加控制，令其

只宣传核能的益处、不报道潜在的风险，公众就会不

知不觉地接受核能的应用[12]。近年研究却表明，政府

对信息的严格管制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起到令公众接

纳核能的效果。一项跨国研究发现，在日本福岛核事

故以前，在政府对媒体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公众对

核能的接受度相对较高。然而福岛核事故却扭转了这

一局面：政府对媒体管制严格的国家公众对核能的接

受程度反而更低[13]。这表明，单方面靠政府对媒体的

管制，阻碍公众了解全面、真实、充足的信息，无法

从根本上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 

一些学者积极反思福岛核事故的原因与经验教

训，提出“后福岛时代”核能发展必须建立在信息

公开的基础上。贺桂珍等[14]将中国核能项目的决策主

体描绘为一个由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研究机构构成

的“铁三角”，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被排除在这

一闭环之外，难以了解有关的信息并参与核能项目决

策。面对公众对政府信任感的不断滑落，政府必须在

今后的核能发展中重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Guo[15], 

Wang 和 Chen[16]认为日本核安全监管中公众监督的缺

失是造成福岛核事故的重要原因，并通过反思中国核

能安全政策和监管的现状，指出提升政府透明和公众

参与是防止核事故发生、争取中国民众对核能项目支

持的关键。

3.1.2 公民参与制度

核能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充分体现了

“包容性风险治理”（inclusive risk governance）的理

念。将公众纳入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过程将带来知识

和价值双方面的益处，公众参与不但有助于改善技术

分析的质量，民主价值的注入也使得风险政策决策更

具有合法性[17]。Wu[18]对中国核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

“铁三角”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为了保证核能的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应当打破“铁三角”格局，构建一个

以科学家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为主的透明、开放的第

三方评估体系。彭峰和翟晨阳 [19]以彭泽核能项目争

议事件为背景，指出合理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助于风

险控制，减少民众对核电项目的抗议。郭跃等[20]指

出核能技术的特点、现有的制度环境以及个人特点

是导致中国科学家与公众核能接受性存在差异的原

因，而这种差异阻碍了核能技术推广。因此，我国

政府应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核能政策制定等制

度安排弥补科学家与公众核能接受度的鸿沟。公众

沟通作为公民参与的一个方面，在公众对核电厂的

接受中尤为重要。研究者特别指出，发放问卷、科

普宣传、组织居民到核电站内部参观等浅尝辄止的

沟通方式不足以解决中国核能发展中的社会争议，

只有在核能的规划与决策中真正尊重公民权利与公

众意见才有助于消除公众疑虑[18]。

图 4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制度与环境因素

1  信息公开制度
2  公民参与制度
3  核损害责任制度
4  舆论环境

公众个体因素

1  人口学因素
2  对核能知识的掌握
3  社会心理因素

 感知风险与收益
 信任与情感
 社会公平
 世界观与价值观
 自我效能感

核安全事故

核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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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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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成果提醒决策者，不应该简单地将公众

咨询或公众参与作为争取民众对核电站支持的辅助性

手段，而应真正将公众的意愿纳入最终的决策考量之

中。在引入公众参与政策决策时，必须认真考虑公众

情感与理性化思维之间的矛盾，尽可能以开放和灵活

的方式展开[21]。

3.1.3 核损害责任制度

核损害的问责制度与法律体系是影响核能公众接

受的重要方面，但以此为切入点的研究尚不多见。蔡

先凤[22]具体分析了中国当前核损害责任制度的缺陷，

并呼吁在促进核电事业的健康发展的同时应保护公民

权利，以促进我国核电事业与国际合作的发展。

3.1.4 舆论环境

舆论环境是影响民众核能接受性的重要环境因

素。当前学者们多使用量化文本分析方法，从媒体话

语建构的视角对西方国家的媒体话语进行探究。研究

表明，政治因素塑造着媒体的话语，深深影响着媒体

对于核能的新闻报道。在西班牙媒体的新闻报道中，

核能利益集团的观点独占鳌头，而科学家、生态学

家及公民意见未得能到媒体的重视[23]。在福岛核事故

后，日本政府和能源公司主导着日本媒体灾后报道的

信息来源，而民众很难通过媒体获取所关心的信息，

表达自身的诉求[24]。Wang 等[25]对中国官方媒体新闻报

道的研究显示，当前中国媒体新闻报道主要反映了支

持核能发展的观点，新闻报道与政府倡导核能发展的

政策导向高度一致。上述研究表明，当前新闻媒体已

经成为政府和利益集团推广核能政策的重要渠道。但

有学者指出，在缺乏开放的舆论环境和多样化信息来

源的情况下，媒体宣传难以有效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接

受性。

3.2 公众个体因素
现有核能风险评估与核能接受性研究主要聚焦于

公众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对核能知识的

掌握和社会心理因素 3 个方面。

3.2.1 人口学因素

影响公众核能接受性的人口学因素有性别、年

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距核电站的距离等。总

体来看，人口学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具体情境下呈

现出差异化的特征。针对西方民众的研究大多发现受

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白人男性对核能的接受

性相对较高[26]。对中国居民的调查研究则发现，高学

历、高收入的中国民众中反对发展核能的比例反而更

高 [27]。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西方白人男性持有个人主

义的文化认同[28]，从而低估核电风险；而文化水平和

经济地位高的中国民众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

命健康，从而高估核电风险。

核电站是典型的邻避（NIMBY）设施，因此公

众对核电站的态度随空间变化而变化。一些实证研究

发现，与远离核能设施的民众相比，居住地离核电站

较近的民众对核能的态度更为消极[29-31]。学者们形象

化地将这类现象命名为“邻避综合征”。但是，另外

一些学者的结论恰恰相反——与远离核能设施的民众

相比，居住在设施附近的民众对核能的接受性反而更

高 [28,32,33]。Warren 等[34]将这种“距离越近越容易接纳”

的现象定义为“反向邻避综合征”。其背后的原因主

要包含两方面：① 居住在核电站附近地区的居民能

够直观看到核电站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居住

在远处的人则更加关注核能的潜在安全风险和不良后

果 [35]；② 由于核电站周边居民对核电站更为熟悉，因

而对核能的接受程度更高[26,36]。

地理距离对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影响受到多种外部

因素与个体因素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地方居民

对居住地附近新建核电站的接受性更多地受到放射性

废物管理的影响，而对于国家核能发电的接受性更多

受到感知风险影响[37]。此外，地理距离的作用也可能

受到核事故冲击的调节。有学者对日本福岛、东京和

大阪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福岛核事故后从居住地撤

离的民众对核能风险的感知显著更高[38]。有学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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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指出，公众对核能的态度同时受到与核电站的地理

距离和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社会距离”的影响：

核电站周边的民众与核电站共生，核电站成为人们生

活中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极大降

低；同时，人们对核电站的支持还来自从事与核电有

关的职业、社会网络拓展、技术教育等[39]。但也有研

究表明，核电站周围的人们对核电站怀有一种复杂的

心理感受，夹杂着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担心 [40]，

以及有限选择下的无能为力[41]，对于核电站只得“不

情愿地接受”[35]。

3.2.2 对核能知识的掌握

学者多将核能知识分为主观感知知识（人们认为

自己对核能的了解程度）[42]和客观知识（人们实际对

核能的了解程度）[43]。前者通常要求人们报告自己对

核能知识的了解程度，后者则通过知识测试的得分来

衡量。也有学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将知识作为实

验刺激呈现给被测试者[10,44]。

“信息缺陷模型”是科技风险领域的经典理论假

说，它指出由于普通民众缺乏相关知识，无法正确评

估科学技术的风险和收益，所以才对新技术持怀疑态

度[45]。该模型的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科普和媒

体宣传来提高公众对新型科技项目的支持。诚然，普

通民众对核能的风险、功能、成本与收益、运作等有

关知识的掌握普遍较为匮乏[46]，但是掌握更多的核能

知识就能够提高人们对核能项目的支持吗？事实上，

这一理论模型已经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不同

国家学者均发现公众掌握的核能知识越多，对核能项

目的支持度就越高[43,44]。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作用受到社会价

值观、个人经验、意识形态等其他背景因素的调

节 [36,47]。实证研究发现，普通大众掌握的核能知识越

多，对核能的支持度就越高，而环保组织成员和工程

协会成员的知识与核能接受水平并无关联[48]。专家和

普通民众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决策模式不同：科学家

对核能政策所持的立场受到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

会价值观的影响，对风险收益的评估相对固定[49]；而

普通民众主要依赖自己对核能技术的认识，并参照外

界信息来做判断[50]。此外，由于普通民众在现实风险

决策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很难通过科学知识得到解释，

所以技术专家和权威机构官方的科普在他们看来并

不可信[51]。总之，核能知识影响着人们对核能的认知

与决策，但这种影响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变和复杂

的。

3.2.3 社会心理因素

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包括公众对核能项目收益和

风险的感知、信任、情感、社会公平、价值观、世界

观、自我效能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往往相互关联，

共同对公众接受性产生影响。

（1）感知风险与收益。Slovic[52]将风险感知分为

“恐惧风险”和“未知风险”两个心理维度。对普通

民众而言，核辐射和核事故的风险难以直接观测，其

危害有着滞后性和很高的未知性，因而接受起来比较

困难。Sjöberg[53]的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在列出的 15 种

技术产品中，人们对核能的接受性相对较低，这主要

是人们难以预测核能的未知风险所导致的。由于核能

所带来的经济和环境收益众所周知，核能的风险却很

难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因此人们对核能收益的认识有

助于减少他们对核能风险的判断[54]。感知收益对公众

核能接受的影响程度通常高于感知风险[55]。新近的研

究进一步表明，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对核能接受性影

响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人们对核电的接受处于何种水

平。当一个人有着中等水平的核能接受性时，感知风

险的影响更为主要；而当核能接受度处于较高水平

时，感知收益起主导作用[37]。

（2）信任与情感。当人们缺乏核能相关知识时，

更倾向于依靠信任和情绪认同等社会心理因素来评估

风险和收益[56]。信任能够减少人们所面对的复杂性，

简化理性思维过程。在核能领域，民众信任的对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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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政府[31]、核能企业、科学家[56]、媒体[57]，以及

非政府组织（NGO）等。当人们缺乏对有关科技背景

的了解时，就依赖于对核能相关主体的信任做出风险

和收益的判断[58]。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信任与感知收

益呈正相关，而与感知风险呈负相关[54,55,59]。Murakami

等[38]的研究还发现，对政府的信任度高的民众能够更

加客观地认识核辐射，更加信任风险沟通中所接受到

的信息，对于核辐射的未知感和恐惧感也更低。一些

学者认为，情感是核能公众接受性更为重要的解释因

素。根据情感启发（affect heuristic）理论，人们在评

估风险时主要依靠自己的直觉，通过使用“情感启

发”来提高判断的效率[60]。人们对核能收益与风险的

认知受到“情感启发”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核能有着

较为积极的情绪反应，则更能感知到核能的收益，更

少关注核能的风险，从而更愿意接纳核电站[55,61]。事

实上，情感和分析推理、情感和认知是人们在理解风

险和做出风险决策时常见的策略组合[62,63]。后续研究

进而发展出双通道的“情感-认知模型”，用以说明情

感和认知在解释人们对核能的支持度中相互影响、共

同发挥作用的机制[64]。

（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包括程序公平、结果

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等多种形式[65]。程序公平

是指个人或组织在决策过程中参与或享有发言权的程

度；结果公平又称分配公平，指风险和收益在受影响

的公众间平均分配的程度；人际公平表示决策过程中

人际互动的平等程度；信息公平表示政府对信息的披

露程度[66]。学者们研究发现，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和

人际公平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核能的接受性，其中结

果公平的影响最重要[65,67]。此外，社会公平对核能决

策接受的影响受到愤怒情绪的调节[68]。如果一个人越

愤怒，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对接受度的影响越大，人

际公平所产生的影响越小。

（4）世界观与价值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均会不

同程度地影响公众对核能的风险感知与接受性[69]。调

查研究显示，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个人更加支持核能

发展，而那些具有利他价值观的个体则更为反对核能

发展[70]。此外，更为关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

拥有较高亲环境价值观的群体更倾向于持反核能观

点 [40]。有着环保主义价值观的民众对核能管理机构的

信任度较低，从而导致他们难以接受核能[71]。文化世

界观同样影响人们对核能的接受程度。例如，遵从等

级制、有着个人主义倾向的民众对核能的接受性通常

高于怀有平等主义和社群主义理念的民众[72]。

（5）自我效能感。公众的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同时

影响其对核能的态度与应对行为。那些认为自己能够

参与核能政策决策，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民众更倾向于

反对核能[73]，并更容易采用公民投票、转向绿色能源

等方式应对核能带来的威胁[74]。

3.3 核安全事故
核安全事故历来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尤其

是福岛核事故后，涌现出一系列意在揭示核安全事故

对于核能公众接受性影响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研究多

在核事故发生前后实施多次社会调查，以评估核事故

前后核能公众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

核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仅直接导致公众对核能的接

受性降低，更对公众心理产生一系列影响。核事故发

生后，民众对核能的感知风险显著增加，对核能收益

的感知、对核能管理机构的信任度、对核能的支持度

均显著降低[42,71,75]。事故还削弱了感知收益对公众核风

险接受起到的正面作用，强化了感知风险对公众核能

接受的负面影响[31,71]。此外，Huang等[76]对核事故的长

期影响进行了探究，发现福岛核事故发生 3 年后，公

众对中国核电行业整体的支持度已经恢复到事故前的

水平；但是，具有邻避倾向的受访者所占的比例较灾

后初期并未发生变化。

核安全事故造成的影响在不同的子群体中呈现差

异。有学者发现核事故后人们对核能的接受性主要取

决于事故发生前的接受水平。核事故前接受性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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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事故负面冲击的程度小于原本就对核能持质疑观

点的人[76]。另外，女性、非公共部门就业者、低收入

人群、距离核电站较近者等处于传统弱势区位的人群

更容易受到核事故的负面冲击，从而降低对核能的支

持[77]。核事故往往会对无核设施地区的公众心理影响

更严重一些[13,38]。

4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与政策实践反思

在过去 30 年中，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

初步构建了核能公众接受性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

建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只有深入掌握现有

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科学

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以及人民心理相互作用

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

界的发展进程。否则，重复一些早已被检验的理论，

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研究水平的停滞。

总体而言，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目前还存在多方

面的不足，这些不足之处往往对应着我国在公共管理

与公共政策实践上的一些问题（表 1）。 

4.1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不足
4.1.1 跨层理论联通和文化视角应用的不足

（1）当前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缺少跨层分析，体

现为研究对象层次和影响因素层次两方面。核能项目涉

及诸多利益相关者和多个层级的影响要素，跨层现象比

比皆是。遗憾的是，研究对象方面，当前研究未能多方

考量政府、核能企业、社区、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样化的

概念体系、经验视角和应对策略。就影响因素层次而

言，当前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制度供给或民众心理的单向

视角出发，缺乏供需两侧理论的整合。例如，缺乏科学

理性、证据充分的实证研究来分析制度变量对个人支持

表 1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知识与实践

研究结论 现有研究不足 实践问题

制度

环境

因素

信息公开
制度

促使公众接纳核能，
有助于核能安全运营

缺乏探究信息公开效果的定量实证研究，
政策效果不明；未涉及信息公开发生作用
的中介机制及信息接收方的特征

单向沟通；事后公开

公众参与
制度

有助于提升公众支持 缺乏对公众参与制度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
只在政策过程的末期开放；缺乏
对民众的回应性

核损害责任
制度

现行核损害责任制度存在重大缺
陷，不利于我国核电稳定发展

需要更多从立法和法律视角出发，关注公
民权利的学术研究

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核能法律体
系与核损害责任制度

媒体环境
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体现政府政
策导向

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研究很少；缺乏舆论环境对公众意见
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公众对核能的政策审议中并未
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政府对媒体
报道的过度管制易引发民众质疑

公众

个体

因素

人口学因素
对于公众核能接受性的影响在不
同的国家和具体情境下呈现出差
异化的特征

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需进
一步探究人口学特征与社会心理、制度环
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有关政策未能考虑到不同特征民
众的具体特点

核能知识
对于公众核能接受性的影响受到
社会价值观、个人经验、意识形
态等因素的调节

缺乏统一的测量标准
未能考虑科学知识作用的局限性
和民众非理性的一面

社会心理
因素

直接影响公众核能接受性；各因
素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对公众核
能接受产生影响

缺乏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形成机制的研究；
需进一步探究社会心理特征与人口特征、
制度环境等因素的中介、调节作用

政策制定缺乏对民众心理的把握
与考量

核安
全事
故

导致公众对核能的接受性降低；
影响受到距离事故发生地远近的
调节

缺乏核事故长期影响的探究；未能揭示核
事故导致公众接受降低的机制

核事故应急管理缺乏对民众的关
注，缺乏对公众的教育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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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效果，以及风险感知和收益、信任、知识、情

感等公众个体因素与制度环境因素之间的中介、调节机

制。单一化的研究视角不利于理解核能政策过程中各个

社会主体复杂多样的核心关切，也不利于制定供需平衡

的核能风险沟通策略与发展战略。

（2）已有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鲜见融合个体

因素和社会文化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作为文化理论

范式的先驱者，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斯基

（Wildavsky）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风险，认为风险接受

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密切相关，一种社会下认识的风险

在另外一种社会下可能就不同。社会文化视角为风险

理论的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基于文化范式的解释

逻辑在核能公众接受性领域应用还有待发展。特别是

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学者更应针对中国社

会文化情景开展相关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为中国核

能风险治理和核能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思路。

以上研究局限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层面。

一方面，研究者将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过于区

别看待，将政府制度安排与政治决策、公共政策过程

视作黑箱。另一方面，研究者多是从环境科学或认知

心理学的学科视角与理论背景出发来构建理论框架，

缺乏与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一般性理论

的跨学科对话和融会贯通。

4.1.2 研究方法与数据的缺陷

（1）研究方法。当前时序分析和因果推断工具在

核能接受性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有限，更为常用的是对

单次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和基于个案的定性分析。这

些传统的分析方法由于大多只是就某个时间点公众的

主观态度进行估计，很难对因果关系及背后的作用机

制进行深入探究。此外，由于变量测量和抽样方法缺

乏一致性，不同学者对变量间的关系不能达成一致意

见，阻碍了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理论成果的积累。

（2）数据质量。现今还从未有全国性的随机抽样

调查来研究中国核能的公众接受性。现有对核能公众

接受性的社会调查大多数都是针对特定群体、个别地

区的问卷，尚未有以区县、社区作为基本抽样单位、

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调查，而以个人为最终抽样单位

的小范围调查中也极少有信息公开、民主参与等方面

的调查内容。如此一来，至少给现有研究带来 2 个方

面的困难：① 无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与个体因素在同

一情境下对公众核能接受性的独立影响；② 无法深入

探讨宏观因素对于个人层次特征所发挥效应的调节和

影响。此外，核能发展的跨国分析也常常囿于高质量

的数据获取以及科学的跨国比较方法的限制。

4.2 现有研究反映出的实践问题
现有研究反映出当前各国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种种

问题。概括而言：① 各级政府依然以风险管理作为推

广核能设施的主导思路，而非借助公共政策与社会进

行平等互动的过程，因而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科学性

与程序上的正当性，制度安排上依然存在形式化的特

点，缺乏回应性；② 当前核能政策实践中未能充分吸

纳民众意见，发挥民众对政策的审议功能，这不利于

赢取民众对核能政策决策和管理机构的信任和支持；

③ 政策制定者缺乏对民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不善于在

灾后应急管理、舆论引导等方面考虑民众多元化的心

理和利益诉求。学者应进一步通过大量深入、高水平

的实证研究克服理论研究的不足，以更好地指导核能

政策实践。

5 公民核能接受性研究的未来展望

5.1 将宏微观因素跨层互动与文化视角纳入分析
（1）需要充分意识到，宏观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

交织、难以独立存在。后续研究应多关注核能发展中

多方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过程，以及影响核能公众接

受性的宏观和微观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有学者近来做

出了整合跨层有益尝试，通过对“欧洲晴雨表”的民

意调查数据进行多层次建模，探究将个体感知变量和

国家制度、文化等情境变量如何共同影响欧洲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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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核能的接受度[77]。

（2）未来可以借鉴西方文化风险研究范式，并

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来认识中国核能公众接受性问

题。近期，Xia 等[78]创新性地在经典微观理论模型中

纳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变量，并实证检验了文

化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及感知风险/收益对政府信任的中

介作用，为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能源政策的差异以及

我国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启发。

总之，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中不应将个体和宏观

层面的要素局限于静态、孤立的分析，应将不同层级

的影响要素及其互动纳入分析，把个体层面的影响因

素纳入制度和社会文化情境等宏观现象中去理解。只

有如此，才能够建立个体核能接受态度与相关决策的

机制性解释，减少理论的碎片化，从而提升现有理论

在以非线性、嵌入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风险社会下对

公众核能接受性的解释力。

5.2 加强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对话
未来核能的公众接受性研究可以从更多样化的

理论视角出发，促进跨学科理论对话。以往核能公

众性的研究多见于 Energy Policy、Risk Analysis 等环境

科学或风险管理领域期刊，仅有个别研究发表于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等人文社会科学的顶

级学科期刊上[79]。近几年来，有部分研究者从政治学

等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中获取灵感，突破了核能公众

接受性研究的既有理论框架。有欧洲学者巧妙地将核

能公众接受理论与政党政治的经典理论结合起来，发

现在传统心理学变量之外，政党的情感动员对民众的

核能支持度发挥显著的影响，并且政党机制的作用受

到民众自身政治立场和知识水平等特征的调节[80]。跨

学科的理论对话有助于清晰地把握核能公众接受性的

内在形成机理，拓展现有的理论解释。

5.3 引入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并提高数据质量
（1）未来核能公众接受性的研究应适时引入行

为主义研究方法。行为主义研究借鉴心理学等相关领

域理论和方法，它对真实政策环境的模拟有助于检验

理论的外部效度，更能够证实、丰富和改进传统理

论 [81]。同时，行为主义研究将理论与核能管理与政

策实践结合起来，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有学者通过一项离散选择实验，检验探究了韩国

民众对不同类型能源的接受度和偏好的多维影响因

素。该方法克服了常见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并通过同时测量多个维度自变量的相对影响，同

时检验多个理论假设[82]。可见，未来基于实验法而开

展的新型研究，将为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注入新的动

力。

（2）从不同的数据源收集自变量和因变量。

近来有学者发现，通过调查方式收集的主观感知类

数据很容易引起同源偏差（common source bias）的

问题 [83]，进而导致错误估计各类主观感知因素与公

众对某项公共政策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研

究公众接受性问题时应该尽量从不同的数据源收集

自变量和因变量，如采用同时期各类研究机构发布

的指标、媒体报道等作为独立的数据来源。如此一

来，在减少测量误差的同时，也将有效地解决前述

数据的局限。

（3）大数据也为探究公众核能接受性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契机。大数据在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中的应用

有助于克服数据获取及变量测量障碍，更有助于从宏

观层面了解民意的动态。Roh[84]通过对韩国社交网络

中获取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2009 年韩国成功向阿

联酋出口核反应堆时，韩国公众对核能持较为积极乐

观的态度。然而，随着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和 2012 年

供应商丑闻的出现，这一态度随即转向负面。这说明

大数据分析对于揭示、总结宏观层面的舆论趋势具有

独特的优势。学者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将宏观层面数据

与个体层面的数据巧妙地对接起来，克服跨层研究的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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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Energy:
 Research Outlin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ospect

DU Juan      ZHU Xu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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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energy is a rapidly developing cross-cutting research topic and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risk perception discipline. The domestic academia is still in its exploratory stage and relatively lags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ier in its theoretical level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takes the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authoritative 

scientific indexes as the object, and employs the methods of theoretical review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energy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energy identified by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e gaps and 

weaknesses in existing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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